
清代对立文风融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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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务正

内容提要 对立文风融合是清代文学家普遍的理论追求，清代正统文体诗词、古文、辞赋及

骈文理论中，都主张“沉着痛快”与“优游不迫”两大 “界限”，亦即阳刚与阴柔两种美学

范式的兼镕。清人将文风的糅合视为最高的美学境界，对此种美学趣味的追求，体现出他们

构建本朝文学自性的雄心。融合理论也是清人总结明代灭亡的教训与文学发展弊端的自然结

果，特别是在向往刚柔相济的士风背景下，清代文风亦崇尚对立面的调和。同时，清代文学

批评继承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规避明代文学思想中的偏激色彩，体现出融通意识。对立风

格的融合堪称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理论，但清人的创作实践与其理论追求并不相符，此种理

论的价值有待进一步评估。
关键词 清代 对立 文风 融合

古代文学审美风格的相反两面在很长时期内以相互独立、互不兼镕的状态存在。刘勰根据作家的

才、气、学、习四个因素，将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又

构成对立的四组，即“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其中 “反”“殊”“舛”“乖”
四字，说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师成心，其异如面”①，因而难以融合为一体。经历长期对峙，

南北文风迥异: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 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偏胜导致不足，“气质则理

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初唐人士渴望 “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

斌，尽善尽美矣”②。但在崇尚雄壮刚健之风的时代氛围中，理想并未转化为现实。宋代以后，尤其是

晚明与清代，对立风格的融合逐渐成为主流。然而在晚明之前，这种观点主要是就具体作家作品而言，

直观感受的成分居多，还未上升到理论自觉的层面。晚明以降，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探讨对立

文风融合的问题。清代文学批评是批评史上集大成的时代，这种融合倾向也是集大成的体现之一。在

清代正统文学体裁诗词、古文、赋及骈文理论中，都贯穿着对立文风融合的观念。

一 两种美学范式的兼镕

清代对立文风的融合，可以概括为阳刚与阴柔这两种美学范式的兼镕。文学审美风格的划分由简

而繁，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的八类到严羽 《沧浪诗话·辨体》的九品，再到元明的 “二十四

品”，种类越来越多。严羽将这些类别归纳为两种范式，即 “优游不迫”与 “沉着痛快”③，前者相当

于阴柔之美，后者相当于阳刚之美。这两种范式构成 “两大界限”，不仅可以将古来众多的诗人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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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包举无遗”( 《沧浪诗话校释》引陶明濬语，第 9 页) ，也可适用于文学乃至一切艺术风格，曾国

藩由刘墉《清爱堂帖》悟出“文人技艺佳境有二”，即雄奇与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①。
也就是说，一切艺术的审美风格、美学趣味都可以归纳为这两种范式。
“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一直以对立形态存在于文学理论及创作之中，正如王士禛所云: “自

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讥。”② 雄浑、豪健即 “沉着痛快”，风调、神

韵即“优游不迫”。在王士禛看来，这两种范式长期处在 “交讥”之中，尚雄浑者一味追求豪健，擅

神韵者一味讲究风调，二者是对立的③; 而王士禛则努力将两者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美学风

貌。这种融合的观点，清代不仅倡言者众，且在诗词、古文、赋、骈文等文体的理论中都能见到。
两种范式的融合是清代诗论家比较一致的追求。四大诗论家王士禛、沈德潜、袁枚及翁方纲，无

不憧憬此种境界。王士禛倡导的神韵诗学，是希望改变传统的雄浑豪健与风调神韵的对立状况，力求

在神韵中糅合豪健的因素，或在雄浑中流露风调之美。二者的调和，形成他所说的“见以为古澹闲远，

而中实沉着痛快”④ 的境界。正因如此，在编选《唐贤三昧集》时，他不仅收录王、孟、韦、柳之作，

也大量择取高、岑一路的诗篇。但渔洋神韵诗偏于风调之美，雄浑不足; 沈德潜提倡格调说，力图于

格调中融合神韵。沈德潜赞赏王维诗 “饶远韵”，将之视为 “正声”，不过他更推崇杜甫，因为 《秋

兴》《诸将》《咏怀古迹》这类作品“不废议论，不弃藻缋，笼盖宇宙，铿戛韵钧，而纵横出没中，复

含蕴藉微远之致，目为大成，非虚语也”⑤。他将 “纵横出没”之中包含 “蕴藉微远之致”的风貌，

视为杜诗集大成的体现，可见其对两种范式融合的推重之意。翁方纲 《神韵论上》的核心观点是 “格

调即神韵”⑥，显然其肌理诗学也建立在两种范式融合的基础之上。袁枚性灵诗学也关注于此，他说:

“诗虽奇伟，而不能揉磨入细，未免粗才; 诗虽幽俊，而不能展拓开张，终窘边幅。有作用人，放之则

弥六合，收之则敛方寸，巨刃摩天，金针刺绣，一以贯之者也。”⑦ 他无比向往奇伟与精细、幽俊与开

张的糅合，亦即“巨刃摩天”的豪壮与“金针刺绣”的细腻相统一。
清代词学也是如此。举凡前代对立的风格，清代词学家都主张融合。自宋代以来婉约与豪放两种

词风处在互讥之中，清初曹溶却力求“以香艳之句，发豪宕之怀”⑧。其表现的层面是香艳婉约的，而

抒发的情怀则是豪放遒宕的。为此他又提出 “姜、史、辛、刘为一器”⑨ 的理想，力求合婉约与豪放

为一体。曹溶之后，彭骏孙《词藻》也 “欲使苏辛、周柳两派同归”。陈廷焯虽反对彭骏孙将柳永纳

入，但也肯定“苏辛与周秦，流派各分，本原则一”瑏瑠。他们强调婉约与豪放二派本源上的相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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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主张两种范式的融合。此外，在张炎词学观念中，清空与质实也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范式，清人亦

企图将之融合。刘熙载云: “词尚清空妥溜。……惟须妥溜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沉厚，才见本领。”又

云: “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所有; 清，空诸所有。”① 刘氏以 “沉厚”置换 “质实”，构

建清空与沉厚兼有的词风，也是追求两种范式的融合。
桐城派古文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阳刚与阴柔的结合。姚鼐将文风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

他憧憬“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的“圣人之言”，将阳刚与阴柔的融合确立为最高审美典范②。姚氏弟子

吴德旋亦云“文章之道，刚柔相济”③。曾国藩承续此一传统，企望“合雄奇于淡远之中”④ 的理想文

风。他晚年编有《古文四象》，在四象中，太阳气势包含喷薄之势与跌荡之势，太阴识度包含宏阔之

度与含蓄之度，少阴情韵包含沉雄之韵与凄恻之韵，少阳趣味包含恢诡之趣与闲适之趣，实际上每一

象都是两种范式的融合。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及其后学姚永朴诸人都发扬并践行这一理论。
清代辞赋对立风格的融合呈现在 “以古赋为律赋”的观念中。古、律虽是两种文体，实际也是两

种风格范式，以汉代散体大赋为典型代表的古赋，风格“沉博绝丽”⑤; 以唐赋为代表的律赋则推 “宛

转清切”⑥ 为正宗。元明辞赋祖骚宗汉、黜唐废律，清初则加以调和。例如陆葇主张消除古赋之名，

泯灭古律之间的界限: “古赋之名，始乎唐，所以别乎律也。……若由今而论，则律赋亦古文矣，又何

古赋之有?”⑦ 而实现古律融通，途径就是“以古赋为律赋”。鲍桂星云: “夫赋有古有律。……为律而

不求之古，犹无以为法也。”⑧ 古律融合，即兼镕 “沉博绝丽”与 “宛转清切”两种风格，正如潘遵

祁所言，“作赋不由唐人律赋寻取门径，虽有沉博绝丽之观，犹木衣绨锦、土被朱紫耳。……取径自

清，进以沉博绝丽，庶乎免涂附之诮矣”⑨。将 “清”与 “沉博绝丽”融为一体，方能免去一偏之病。
融合之后，就会形成李元度所推崇的 “雄秀”瑏瑠 赋风。骈文理论中，邵齐焘向往的“于绮藻丰缛之中，

能存简质清刚之制”的美学理想瑏瑡，得到吴鼒、彭启丰、谭献等的一致认同瑏瑢，可见骈文家也主张两种

美学范式的融合。
清代诗词、古文、赋与骈文中存在的对立文风融合，大体就是阳刚与阴柔两种美学范式的兼

镕，清人调和二者的理论基础，是基于传统观念中文与天地之道关系的思考，姚鼐对此有深入的阐

释。首先，姚鼐视文章之原 “本乎天地”，天地之道为 “阴阳刚柔”，则文章之道亦在于此。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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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阴一阳之为道”，阴阳刚柔的协作产生万物，文的形成也是阳刚与阴柔相互糅合的结果。再次，

造物者将阳刚与阴柔二气相糅时有 “多寡进绌”的不同，所以万物形态各异。既然如此，二气糅合

为文时也会因多寡不同而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据此文风可分为五种等级。第一种是 “阴阳刚柔，

并行而不容偏废”①，“统二气之会而弗偏”，也就是既不偏于阳刚，也不偏于阴柔，不偏不倚，这是

最完美的状态。不过这种境界只有“圣人之言”才能达到，就连《易》《诗》《书》《论语》所载，有

的也“可以刚柔分”，更别说“诸子而降”② 了。但偏胜不是一有一绝无，而是主于一的同时吸纳对立

面的因素。因为天地之道“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所以 “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

婉”③。偏于阳刚，同时吸收阴柔的成分，这是仅次于 “圣人之言”的第二种风貌。第三种是偏于

阴柔，即以阴柔为主，吸收阳刚的成分。如 “偏于柔之 美”的 欧 阳 修 “能 取 异 己 者 之 长 而 时 济

之”，曾巩 “能避所短而不犯”，就是阴柔之中容纳阳刚。第四种是 “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也

就是单纯的阳刚或阴柔。第五种是 “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即刚或柔任其偏胜则导致 “刚者

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的地步。前三种均属于 “刚柔相济”，后两种则属于偏胜

之极; 前者是天地之道的体现，后者则违背天地之道; 前者可以创造多变的文风，后者则 “皆不

可以言文”。
按照姚鼐划分的等级，曾国藩所云 “合雄奇于淡远之中”以及赋论中的 “雄秀”属于第一层级。

沈德潜主张的“纵横出没中，复含蕴藉微远之致”，管同所肯定的“与其偏于阴也，则无宁偏于阳”④，

以及龙榆生评周邦彦的词风时说的 “以健笔写柔情”⑤，属于第二层级。王士禛“见以为古澹闲远，而

中实沉着痛快”，属于第三层级，袁枚亦同。在规劝好友祝德麟时，袁枚一方面说 “圣贤之学，刚柔

并用”，另一方面又说 “然而柔克之功，较胜于刚克”，他指出祝氏之诗的缺点正是 “能刚而不能

柔”⑥。曹溶“以香艳之笔，发豪宕之情”的理论也应作如是观。邵齐焘等人企望骈文能于 “绮藻丰

缛”中存“简质清刚”之制的理论也属于此。清人的融合论，都可以列入这三类中。
若此，则严羽所倡的 “优游不迫”与 “沉着痛快”两大界限，反而落在被姚鼐视为 “无与于文

者”的第四层级。很显然，清人的对立文风融合论，有着一种超越前人的意识，他们企图在前代理论

家与作家划定的两种对立范式之上，设计出一种超越对立的更高层级的美学范式，以此理论指导实践，

文学创作也应该能拔出前人之上。

二 清代文学自性的建构

清人提出两种美学范式融合的理论，并将之作为自觉的追求，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即以此构建本

朝特色的文学风貌。而这一文学自性构建的出发点，是基于对前代尤其是明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反思。
鉴于前后七子诗文理论与创作的弊端以及影响，晚明作家就开始反思并提出革弊的理论诉求。其

态度可分为两种，一是推翻重建式的，一是维护补救式的。前者以公安派、竟陵派为代表，后者以胡

应麟、陈子龙等为代表。
正如明人所言，七子“遵尚李、杜，辞雄调古”，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其缺点在于 “俊逸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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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海愚诗钞序》，第 48 页。
《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六《复鲁絜非书》，第 93 页。
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六《与友人论文书》，《续修四库全书》，第 1504 册，第 430 页。
龙榆生《清真词叙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1 页。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一〇《答祝芷塘太史》，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

册，第 205 页。



“无沉着、冲淡意味”①; 且七子后学 “浸成格套，以浮响虚声相高”②，七子派诗风的流弊显而易见。
针对这种状况，公安、竟陵两派意欲将其摧而毁之。七子派师古，公安派师心; 七子派以古人性情为

正，公安派以独抒性灵为准; 七子派俊逸粗豪，公安派自然平易。然旧弊未除，新病又生，继起的竟

陵派便“蕲以幽冷救七子之绚烂，而为秀峭以矫公安之容易”③。这条线索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线，但

还有另一种趋势，即七子派嗣响者的补救措施。补救的方式，就是融合两种美学范式。胡应麟说: “清

新、秀逸、冲远、和平、流丽、精工、庄严、奇峭，名家所擅，大家之所兼也。浩瀚、汪洋、错综、
变幻、浑雄、豪宕、宏廓、沉深，大家所长，名家之所短也。”清新等八种诗风即 “优游不迫”一类，

浩瀚等八种诗风即“沉着痛快”一类。胡应麟以 “偏精独诣”者为名家， “具范兼镕”④ 者为大家。
名家所擅仅为“优游不迫”，而大家不仅长于 “沉着痛快”的一面，还兼有 “优游不迫”的另一面。
大家高于名家之处就在于能实现 “兼镕”，即对立面的融合。陈子龙亦是如此，他批评七子派诗 “意

主博大，差减风逸; 气极沉雄，未能深永”⑤，作为补救，他主张 “诗贵沉壮，又须神明”。他将前者

视为“雄”，后者视为“英”，古今诗人多偏于一端，只有曹植与杜甫兼之，是“英雄”之诗，所以他

“独于二子深有宗尚”⑥。所谓“英雄”之诗，就是两种美学范式的融合。由明入清的费经虞针对七子

派诗“志高气浮”之病，也主张 “雄浑中贵静细，否则失之浮; 淡雅中要嫣润，否则失之槁”，力求

做到雄浑与静细、淡雅与嫣润的融合，即“雄健之句须兼嫣润蕴藉”⑦。可以看出，胡应麟、陈子龙与

费经虞等人是要以两种美学范式的融合，来修正七子派的粗豪诗风。
面对这两种趋势，清人该如何选择? 从七子派到公安派、竟陵派，是按照 “穷而必变，亦如肥鱼

大肉，厌饫之过，而不得不思菜羹”( 《明代文学·自序》，第 3 页) 的规律演进。如果遵循此种趋势，

那么面对竟陵派诗“凄清荒寒”以至充满 “鬼趣”的情韵风调⑧，清初人又要救之以雄奇绚烂。这样

的话，诗道就会在雄奇与淡远之间不断轮转以至于无穷，古文、词、赋及骈文也会陷入阳刚与阴柔、
婉约与豪放、丰缛与清刚的轮回之中。毕竟七子派提倡的 “文必秦汉”也偏重于阳刚之美，且尊古赋

而斥律赋，甚至称“唐无赋”; 明代词学又以婉约为正宗，词坛上弥漫着 “花 ( 《花间集》) 草 ( 《草

堂诗余》) 习气”。在对晚明文坛乃至文学史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清代理论家选择胡、陈一路的做法，

在诗词、古文、赋、骈文等诸多领域追求刚柔相济的美学趣味。与单纯的偏于一端相比，融合是一条

至难之径，也是一种至高之境。
首先，清人视对立文风的融合为至难之境。在清人看来，单纯地趋于阳刚或阴柔，是易为之境，

而糅合对立面则极为不易。前人之所以 “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一方面固然是理论认

识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现融合存在着巨大难度。所以姚鼐说，能 “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的只有

“圣人之言”。张裕钊发现吴汝纶之文有偏于阳刚之弊，便规劝他“遏抑雄怪，归之平淡”⑨，吴氏接受

了这一建议，后来张裕钊见到吴文追求平淡而未臻成熟时，又开导他说: “大抵雄奇、平淡，二者本自

相合，而骤为之，常若相反。凡为文最苦此关难过。”瑏瑠 抑制雄怪，又容易走上偏于平淡的境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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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六《咏雪诗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341 册，第 12 页。
袁中道《珂雪斋前集》卷一〇《阮集之诗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375 册，第 569—570 页。
钱基博《明代文学·自序》，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3 页。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84—185 页。
陈子龙《陈子龙全集》卷二五《仿佛楼诗稿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中册，第 788 页。
李雯《蓼斋集》卷三四《陈卧子属玉堂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 册，第649 页。
费经虞《雅伦》卷二四《琐语》，《续修四库全书》，第 1697 册，第 445—446 页。
参见陈广宏《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7—454 页。
张裕钊《致吴挚甫》( 其五十一) ，张裕钊著，王达敏校点《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483 页。
张裕钊《致吴挚甫》 ( 其五十三) ，《张裕钊诗文集》，第 484 页。



在雄奇中融入平淡或在平淡中融入雄奇，的确不易把握，因此最难过的就是这一关。方苞阐明了他的

做法，他说: “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

郁是也。”① 从“清澄无滓”入手，达到极至之后，自然就会呈现出瑰丽浓郁的另一面。既曰“澄清之

极”，很显然，这也是一种极难企及的境界。清人舍弃相对容易的 “偏精”，而追求难度极高的 “兼

镕”，因难方能见巧，方能超越前人，臻于新的高度。
其次，融合是一种至高之境。既然融合极难，则一旦实现，必定是至高之境。胡应麟将 “具范兼

镕”者称为高于名家的大家，陈子龙将沉壮与神明相融合称为 “英雄”之诗，于融合之境高度推许，

清人也是如此。陈廷焯认为词中“迦陵雄劲之气，竹垞清隽之思，樊榭幽艳之笔，得其一节，亦足自

豪”，已属可贵; 但是，“若兼有众长，加以沉郁，本诸忠厚，便是词中圣境”( 《白雨斋词话》卷六，

第 172 页) ，兼镕雄劲、沉郁、清隽、幽艳诸种对立风格，便是词学中最高的审美理想; 龙榆生评价周

邦彦词“以健笔写柔情”，并认为这是“清真词之高者”②。曾国藩也说，雄奇与淡远固然是 “文人技

艺佳境”，但“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③。李元度推许鲍照《芜城赋》“独步千秋”，就是

因为其“雄秀”④ 的赋风。邵齐焘也说，骈文丰缛与清刚结合，“此其所以为贵耳”⑤。融合之境得到

理论家的高度推崇，成为理想的审美境界。
正因为这是难至之境、可贵之境，非寻常作家所能达到，所以在晚明及清代文人看来，文学史上

只有伟大作家如曹植、陶渊明、鲍照、杜甫、周邦彦等人方能达到此种境界，甚至可以说，他们成就

卓越之处正在于实现了此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审美境界。王士禛推崇陶渊明诸人，乃是因为“沉着痛快，

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谢、王、孟而下莫不有之”⑥。沈德潜因王维诗 “饶远韵”而推其为

“正宗”，却视兼镕的杜甫为“集大成”，认为兼镕之品高于偏精之品。白居易、韩愈也属于此一行列，

嘉道时人徐宝善论诗“谓必刚柔相济”，说 “诗之柔莫如白，而其刚在骨; 诗之刚莫如韩，而其柔在

骨”⑦。这也说明，他们的典范意义，就在于实现两种美学范式的融合。
通过至难之径臻于至高之境，清人超越前代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清代文学家有建立本朝文学自

性的责任感，正如叶燮所说的，“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这些豪

杰之士，“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与古人相衡，不肯稍为依傍，寄人篱下，以窃其余唾”⑧，他作 《原

诗》，显然就是出于转移风会的诗道担当。钱谦益于王士禛有 “代兴”之目，实际上王士禛本人也有

开创风气的自觉意识。翁方纲指出，“造物精微之秘”发泄之初，“必有人焉先出而为之伐毛洗髓”，

“所以赖有渔洋首倡神韵，以涤荡有明诸家之尘滓也”⑨，也是将王士禛看作清代文学风貌的建构者和

开创者。怀抱雄心壮志的清人不甘屈居人下，于是经过深入反思与审慎抉择，以构建对立文风融合的

美学风格为本朝文学发展的方向。在他们看来，前代两种美学范式各自都取得极高的成就，同时弊病

也明显暴露; 而融合则仅为少数伟大作家的追求。这些不多的大家，既为他们提供了范本，又昭示此

种境界尚存广阔的空间供他们开拓。清人企图通过至难之径，达到文学创作的至高境界，以期超越前

代，从而在文学史的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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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时代审美风尚的变迁

清人提倡对立文风的融合，不仅是满汉融合的民族态势及清代文学 “集大成”性质的必然结果;

若进一步考察，则与审美风尚的变迁密切相关。文学风格是社会审美风尚的体现，晚明以来两种美学

范式的融合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体现出时人对一种新型人格理想的憧憬与追求。
中外学者都认识到，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此之前，儒家崇尚阳

刚之美: 《易》以阳刚为君子，阴柔为小人; 孔子定义“仁”的品格为“刚毅木讷”; 孟子向往士人具

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种刚健之美成为儒家的理想品格。此后无论是建安风骨还是盛唐气

象，都以此为追求。然而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士人精神由豪迈刚健转向伤感忧郁①。至于宋人，则从

崇拜 “大丈夫”变为崇拜文人，艾朗诺发现 “宋代的批评家和思想家正在急于寻找一种新方式，以

便能将先前被人们轻视的秀雅之风和对诱人之美的关注纳入到 ‘男子气概’的应有之义中”②。在这

种情势下，对立文风的融合成为一些作家的美学追求，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苏轼，在评论古今作

家作品时，特别看重 “清雄”亦即阴柔与阳刚糅合的文风，其诗词、书法作品也时而体现出这种

风格③。
明太祖朱元璋惩元代之陋，“诏复衣冠如唐制”④，确立明人仰慕盛唐的心理; 加之明初理学家性

气诗的流行招致士人反感，连带宋诗亦遭厌弃⑤，因此明人重申对阳刚之美的追求。他们严分君子小

人，将刚与君子、柔与小人相对应，伸刚而黜柔，进君子而退小人。元代理学家胡炳文解释 《易·杂

卦》云: “天地间刚柔每每相杂，至若君子之为刚，小人之为柔，决不可使相杂也。《杂卦》之末，特

分别君子、小人之道言之，圣人赞化育、扶世变之意微矣。”⑥ 胡氏强调至刚的士人气节，乃是传统儒

学精神的承续，这一观点在明代得到广泛认同，官方编纂 《周易大全》时亦加以引用。中期以后，心

学以及后来的王学左派重视张扬个性，也导致明代士风的昌盛。明人有着强烈的参政愿望，他们结党

联社，对抗异己，政治上的派别之分、门户之见，无疑就是士气高涨的结果。与之相应，明代文学也

追求雄奇刚健之美。身处政治漩涡之中的钱谦益，在为明吏部侍郎赵用贤文集作序时云: “君子之文必

刚，小人则柔; 君子之文必阳，小人则阴。”⑦ 他的言论颇能代表这部分士人的观念。当代学者在总结

明代文学风气时也说: “明代政治特重谏官，谏官弹章往往词气峻刻，锋芒逼人，甚至深文罗织。”所

以明代士大夫撰文亦“尽如劾疏”⑧。明代士气的刚决催生出盛气凌人的文风。
然而，明末清初士人反思明代衰亡的原因时，也将之归于士气的过于昌盛。朱一是拒绝同人入社

的邀请，因为在他看来，党社起于一二大君子 “研讲道术”，“标立崖畔，爰别异同”。其后 “同同相

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导致 “道术流而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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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广《周易大全》卷二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版，第 28 册，第

710 页。
钱谦益《初学集》卷三〇《赵文毅公文集序》，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册，第 899 页。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449 页。



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最终使得 “事体蛊坏，国势凌夷，局改时移，垣垒不破”①。王夫之

甚至将士气过盛视为朝代更迭的主因: “战国之士气张，而来嬴政之坑; 东汉之士气竞，而致奄人之

害; 南宋之士气嚣，而召蒙古之辱。”② 虽然总结的是前代教训，其实着眼点正在于当下。
有鉴于此，嘉靖以降部分士人便开始渴望树立一种新型的士人君子人格，这就是刚柔相济。薛蕙

云: “刚柔合中者，君子之道也。”③ 孙从龙亦云: “君子刚柔相济，乃能虚心受善。”④ 晚明时期，袁

中道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说: “古人谓人才当以气节为主，予谓以气节名，非士君子之得已也。……
顾天下世道之责，不属于委靡之小人，而属于二三刚毅之君子。惟为君子者，其气激而不平，名根太

重，成心不化，以至龙战玄黄，其害孔亟。”承担世道之责的 “刚毅之君子”，若好名使气，则后果更

为可怕。因此，他欣赏余给谏“有担当天下之才，而其气足以镇之，寄锋刃于冲粹，藏光芒于希夷”⑤

的人格，这就是刚柔相济的美学祈向，与“刚毅之君子”不同。
晚明诗人渴望具范兼镕的诗风，就是这类人格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陈子龙于乱世提倡宗唐诗风，

期望以此预示国家由乱世走向治世，文风与时世紧密相联。同理，他主张沉壮与神明结合，追求

“英”与“雄”统一的诗风，“英雄”的双关语意体现了他在乱世中对理想人格的憧憬。
清代士人虽仍有提倡阳刚之气、捍卫士人尊严者，如李绂、洪亮吉等⑥，不过有感于明亡的教训，

且处在君权的高压之下，士大夫肩负的道受制于君主代表的势，士人的人格转向压抑内敛，士风总体

上趋于平静，明代翰林前仆后继的谏诤精神，也被清代词臣抛弃。在这种氛围中，士人虽不再如明人

那样提倡阳刚之气，但也不愿放弃阳刚而完全转向阴柔，毕竟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于是他们提倡一

种复合型的人格，陈廷敬憧憬的贤者人格是 “刚柔相济”，因为这能 “使身名俱全，而国家无事”，既

然如此，“贤者不当如是耶”⑦? 李兆洛向往的圣人之性 “正在刚柔之间”⑧。姚莹之语最为典型，他一

反前代阳刚与君子、阴柔与小人相对应之说，而认为: 君子之道近刚，然 “不可执刚以为君子”; 小

人之道近柔，然“不可执柔以为小人”。刚柔得中乃为至道，“阳刚不中即小人之象，阴柔得中亦君子

之象”。姚莹以此告诫那些“以道自居”的君子，若“刚强好直不屑于柔顺”，则必陷入悔吝终穷的困

境，这都是由于不明刚柔相济之道⑨。刚柔相济的人格于此得到周密的阐释。
在清人那里，刚柔相济本来是一种逃避型的人格，但他们却将之上升为圣人、贤者、君子人格，

这一思想渊源于宋代理学。宋代理学家将刚柔中节视为理想的人格类型，周敦颐分人性为刚、柔、善、
恶、中五品，可以相互结合成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及中。前四者各有所偏，而中则是 “天下之达

道也，圣人之事也”瑏瑠，是最高的人性境界。二程和朱熹承续这一思想，论刚柔时强调融合。二程说:

“人有实无学而气盖人者，其气有刚柔也。故强猛者当抑之，畏缩者当充养之。古人佩韦弦之戒，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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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从龙《易意参疑》卷三，明万历五年 ( 1577) 书林翁时化刻本，第 30b 页。
《珂雪斋前集》卷一〇《余给谏奏议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375 册，第 571 页。
参见李绂《穆堂初稿》卷三〇《四报祠记》，《续修四库全书》，第 1421 册，第 567 页; 洪亮吉《洪亮吉集·

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刚柔篇》，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1 册，第 13—14 页。
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16 册，第 390 页。
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一九《连珠》，《续修四库全书》，第 1495 册，第 299 页。
参见姚莹《东溟文集》卷一《刚柔说》，《续修四库全书》，第 1512 册，第 373—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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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耳。”① 朱熹将刚与柔视为气质之性，并且也很重视刚，他说: “某看人也须是刚，虽则是偏，然较

之柔不同。《易》以阳刚为君子，阴柔为小人，若是柔弱不刚之质，少间都不会振奋，只会困倒了。”②

不过他更重视刚柔中节，主张儒者当克服偏刚与偏柔之性，使其至于中，实现刚柔相济，他说: “仁为

阳刚，义为阴柔，仁主发生，义主收敛，故其分属如此。”阳刚与仁、阴柔与义相联系，他特别强调

“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③。仁与义都是阳刚与阴柔的结合，仁义的圣贤君子亦是二者的融合

体。宋人提倡秀雅之美与大丈夫之气的结合，显然与理学的中和思想有一定关联。明人崇尚阳刚之美，

既来自传统儒学，理学中的尚刚思想也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支持; 后期鉴于政治与学术的状况，逐渐追

求中和之美。而面临君权高压与思想禁锢的清人，更容易接受刚柔相济的思想，以此将偏于退守的人

格类型成功转化为理想的人格类型。
提倡对立文风融合的理论，正是清人构建的理想人格在文学上的表现。陈廷敬信奉刚柔相济的立

身原则，故王士禛赞赏其诗风是雄浑豪健与神韵风调的统一，处世之道与文风相应。即便主张性灵诗

学的袁枚也说“圣贤之学，刚柔并用”，因此无比向往奇伟与精细、幽俊与开张的糅合，亦即 “巨刃

摩天”的豪壮与“金针刺绣”的细腻这两种对立范式的兼镕。他虽肯定蒋士铨的诗 “气压九州”，但

又批评他“能大而不能小，能放而不能敛，能刚而不能柔”( 《随园诗话》卷三，第 62 页) ，有其一而

不能糅合其对立面。而蒋士铨这种诗风根源于其刚毅个性，袁枚在墓志铭中提到好友为官京师时 “遇

不可于意，虽权贵，几微不能容”，其母“虑其性刚，劝令归里”④。对其过刚文风的批评即是提醒对

方培养刚柔相济的人格。由此可见，袁枚亦是将处世之道与诗风紧密相连。桐城派特别强调阳刚与阴

柔的融合，考虑到该派与理学的密切关系，更可以看出这种文风受理学塑造的人格境界的影响。清人

主张对立文风的兼镕，将两种美学范式合一，其根源就在于审美风尚的变迁。

四 文学批评传统的赓续

若将对立文风融合的理论置于文学批评史的流程中加以考察，则可发现调和对立面为一体的文学

观并非始于晚明，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对立面的融合也不仅限于文风，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各种

对立因素均可统合。而之所以能形成此种理论，与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儒、道、释三

家的哲学思想都能生成这一文学观。
儒家思想推崇刚强的人格，似乎有明显的偏于一端的倾向，但在思维中注重对立统一。无论是

《易·系辞上》所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还是 《姤》彖曰 “姤，遇也，柔遇刚也”，都是一种朴素辩

证法的体现，前者谓事物是对立面的统一体，后者则直接体现出刚柔相济的理论。此种辩证思维方式

体现在文艺思想上，最典型的是《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之言: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

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在这被杜预称为《春秋》“五例”之中，前

四示载笔之体，后一示载笔之用。尤其是载笔之体，杜预注“微而显”云: “辞微而义显。”注 “志而

晦”云: “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注“婉而成章”云: “屈曲其辞，有所避讳，以示大顺，有所

成章。”至于“尽而不污”，杜注云 “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污曲”⑤，钱锺书指出应该是 “不隐

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之意。这样，“微”与 “显”，“志”与 “晦”，“婉”与 “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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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与“不污”，均能 “相反以相成，不同而能和”①。这种书写方法，在 《左传》的时代被 “君

子”高度推崇，认为只有圣人方能掌握。作为儒家经典，这一创作原则为后世作家开启了无尽的法门。
至于道家思想中的朴素辩证法更是众所周知。老子指出，事物发展达于极至，往往转化为相反的

一面，所谓“反者道之动”即是。因此，事物的正反两面有时极为相似。这类表述在 《道德经》中甚

为常见，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辩若讷”等等。在文学表现上，老

子主张“大巧若拙”的审美趣味，王弼注云: “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② “巧”
得妙合自然，给人以“拙”的感觉，此拙乃巧与拙的结合，而非通常意义上的 “拙”。同时，从 “大

巧若拙”一语中还可引申出“阴柔之中蕴蓄着朴拙顿挫之力”③ 的审美趣味，这于后世对立文风的融

合亦有启示。老子以“大”字予此种境界至高的评价。
禅宗思想也能孕育出相似的文艺观。禅宗强调 “不执”，在他们看来，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与空看似对立，其实并无差别。禅宗鄙弃死于句下的钝根之人，主张 “参活句”。禅门公案中有很

多“矛盾”的表述法，如云门文偃所云“面南看北斗”之类，干脆取消事物的对立面。由此思维方式

自然引导出对立融合的文艺思想，皎然便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诗式》论 “淡俗”一品的特质是

“似荡而贞”，“虽俗而正”，就是这类表述; “诗有七至”所云 “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

然，至苦而无迹，至放而不迂，至近而意远，至难而状易”，同样也是讲对立面的统合。论 “取境”
时，他否定“苦思则丧自然之质”的倾向，理由是: “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

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这种“气貌”，正解释了 “至难而状易”，他将能取得这种成就者

称为“高手”④，见出推许之意。
不难看出，儒、道、释的哲学思想都会推导出一种相反相成、对立面融合的文艺观，且均将此视

为文学创作中的最高境界。而当这种表述运用于理想的美学风格时，自然就会出现对立文风融合的观

点。晚明之前，宋人特别倾心此种境界，他们描绘心仪作家文学风貌时，多喜用这类话语。苏轼体察

的陶诗特质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⑤，评价韦应物、柳宗元的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非余子所及”⑥; 朱熹品味到陶诗豪放的本色，只不过 “豪放得来不觉耳”⑦，是豪放寄寓于平淡之

中; 范温感叹“自古诗人巧即不壮，壮即不巧”，只有杜甫“巧而能壮”⑧; 关注 ( 字子东) 评价叶梦

得晚年词“能于简淡中时出雄杰”⑨，也是此意。此外，“晓书莫如我”的苏轼，在书法上追求 “端庄

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瑏瑠 的境界，可见宋人亦以这种对立面融合作为书法的审美理想。虽然宋人此类

言论主要针对个别作家，且重在学术史的回顾，尚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已显示出审美追求由简单趋

于统合，辩证意味更加浓厚。
然而，这种辩证思维在派别林立的明代文学批评中遭到忽视。明人论文亦如其刚柔分明的个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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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我分疆的政治立场，其文学批评 “偏胜，走极端，自以为是，不容异己”，批评态度 “是盛气凌人

的，是抹杀一切的”，显示出“一股辣辣的霸气”①。王九思将七子派的文学主张归结为 “文必曰先秦

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②，两个“必”字正是其“霸气”“走极端”的体现。七子派还有 “唐无赋”
“宋无诗”“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之类斩钉截铁的言词，都是这种“霸气”的表露。倡言者如此，革

弊者也是如此。唐宋派、公安派与竟陵派针对前贤之失，又用一种类似的态度加以反驳。就明代文学

批评主流思潮而言，辩证思维传统被遗弃，对立文风处于难以调和的状态之中。
有鉴于明代文学批评的武断所导致的流弊，加以审美风尚的变迁，晚明胡应麟、陈子龙等人重

拾对立面融合的批评态度。清代文学批评表现出一种融通意识，而作为基础，就是对传统的辩证思

维方式的运用。叶燮的诗学思想中，辩证色彩极为浓厚，他将明代文学批评概括为陈熟与生新的对

立: 七子派诗学盛唐，趋于陈熟; 公安派起而以生新矫之，又流于怪异。诗史沦于陈熟与生新的循

环: “厌陈熟者，必趋生新; 而厌生新者，则又返趋陈熟。”接着，他将这一问题上升到哲学思辨的

层面，提出 “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既然如此，取二美而避两恶实为明智之举，因此 “陈熟、
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③。对待文风亦是如此，他说: “语有之: 绚烂之极，乃归平淡。予则

以为绚烂、平淡，初非二事也。真绚烂则必平淡，至平淡则必绚烂。”④ 苏轼教诲侄儿道: “凡文字，

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⑤ 如果说这是

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人生阅历所造就的文风⑥，那么叶燮则有意地抹平差别，强调二者结合，视平淡

与绚烂为同一层面可以相互交融的美学理想。张谦宜持论与此类似，他说: “诗尚平淡，平淡正其绚烂

处。”⑦ 周起渭亦受《周易》辩证思维的启发，思考诗风的特性，他说: “夫柔文刚，刚亦文柔，故曰

刚柔相错。今谓‘温柔’者诗教，而一以柔行之，此六极之弱。……顾可与言诗乎?”⑧ 周氏据 《周

易·贲》彖“柔来而文刚”之语，指责一味柔弱是对诗教的曲解，并将疑似脱文的 “刚柔交错”视为

理想诗风。姚鼐依据“一阴一阳之谓道”提出阳刚阴柔融合的理论，亦是基于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
正是在这种融通意识下，前人视作不可调和的两面，清人均试图糅为一体。如唐宋诗之争，前后

七子风靡诗坛时，“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⑨，清初宗宋诗风背景下，也有 “物有迂夸不

入市者，辄以唐人诗呼之”瑏瑠; 但经由王士禛“博综该洽，以求兼长”瑏瑡 的呼吁，至姚鼐旗帜鲜明地提

出“镕铸唐宋”的论诗宗旨瑏瑢，唐宋诗风由对立走向融合。师古与师心也经历过类似的遭际，鉴于七

子派的陈熟与公安派的生新之得失，叶燮主张 “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瑏瑣 ; 姚鼐亦持

“不经模仿，亦安能脱化”瑏瑤 的态度，从模仿中求变化。就是颂扬个性的性灵诗家如袁枚，也不废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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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前人。可以说，与明人文学批评的“霸气”不同，融通意识是清代文学批评的明显特征，主张对立

文风的融合正是清人这种意识的典型体现。

五 余 论

对立文风融合论堪称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理论。西方美学史上，这种理论并不突出，只是偶有涉

及。康德说: “崇高引起的激动比美所引起的激动要更强烈。但是如果崇高感不和美感互相渗透或没有

美感相伴随，它就会减弱，也不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① 也就是说，如果一味追求 “沉着痛快”之

美，则这种美难以长久; 同样，如果一味追求 “优柔不迫”之美，则这种美就不具有强烈性，难以引

人注意。只有将二美结合，才能引起读者更为长久而强烈的激动之情，可见康德有融合崇高与优美的

倾向。但这在西方仅是片言只语，两种美学范式的融合并未普遍进入理论家的视野。中国古代哲学

“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滋生出对立融合的艺术观，清人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之下，提倡异质的统

一，从而形成与西方不同的美学趣味。
清人虽然以两种对立范式的融合作为本朝文学发展的方向，但是清代作家的创作似乎未与此种理

论同步。有“一代正宗”之誉的王士禛，其诗风却蒙“清秀李于鳞”之讥，看来也是偏于一面，而未

能实现其美学理想。即使有的作家实现此种交融，也不能说就达到创作的至高境界。清代赋选家喜以

“刚健含婀娜”评价本朝赋作，但若落实到具体作品，这种赞誉的客观性又令人怀疑。陈廷焯赞赏蒋

春霖词为“精警雄秀，造句之妙，不减乐笑翁”( 《白雨斋词话》卷五，第 108 页) ; 就算蒋词实现了

对立范式的融合，其在词史上的地位不仅无法与偏于豪迈的苏轼或偏于阴柔的李清照相提并论，也无

法与乐笑翁张炎媲美。如此评价时人之作，不免有谄媚之嫌。总之，清人的创作实践未能与理论追求

相一致，抑或实践了理论主张，但艺术成就并未达到企及乃至超越前人的地步。
清人的创作实践似乎表明，对立文风的融合不是刻意能达到的，而是出于天分，是顺性自然的结果。

刘勰云: “渊乎文者，并总群势; 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 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

则兼通之理偏。……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主张风格的多样化，但又不赞成对立文风统合于一

篇作品中②。黄侃亦反对融合，他分析“古今言文势者”有三，一是“文之有势，取其盛壮”，主张阳

刚; 二是以为“势有纡急，有刚柔，有阴阳向背”，主张融合; 三是刘勰随时适用的观点。他批评第

二种主张“取往世之文，分其条品，曰: 此阳也，彼阴也，此纯刚而彼略柔也”，因此倾向于刘勰所

持的态度，即“因情而立体，即体而成势”，对于刚柔， “势必加以铨别，相其所宜，既非执一而鲜

通，亦非杂用而不次”③，执于一面与刻意融合均有不当，根据文体的特性、作家的个性自然地加以发

挥才是正确之途。黄侃此论明显是针对桐城派而发，虽隐含着文选派与桐城派的意气之争，但其合理

性不容抹杀。如果清人的感受准确，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作品都体现对立文风的融合，那么这种融合

并非他们有意识的追求，而是其天性的自然流露。清人则不顾作品体制与作家才性，一味强调融合，

也许恰恰违背了艺术的规律。这可能就是清人无法实践其理论主张并臻于其美学理想的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 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 《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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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清代对立文风融合论

①

②

③

［德］ 康德著，曹俊峰、韩明安译《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 页。
参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定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中册，第 1120、1123 页。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9、111 页。


